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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权说在日本的出现是后发展国家在不可回避的时空压缩条件下对落后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环境代价问题、理论救济问题这三个原本应该逐一加以解决的问题的一次“集中解决”，是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危机之间的矛盾、产业行为与国民福利之间的矛盾而病急乱投医的无奈选择，是未经充分论证就“仓促出炉”的带有提倡者的主观偏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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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环境权学说被公认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学界比较普遍地接受这一“公认”的结论，因而很少有人再对日本环境权学说的形成过程做追溯性思考。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回顾工作却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决不在于让我们了解其形成过程的更多细节，而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学说的根底有多深，其科学性有多大，进而可以帮助我们用更理性的态度对待形成于日本的这个学说，以及作为这个学说之源泉的那些学说。

日本环境权说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特别的压力下形成的，是仓促出炉的并不成熟的学说，它的出现是一种具有时空压缩特点的文化现象。
一、时空压缩：日本环境权说形成的特殊背景
要想对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环境权说有更深刻的认识，必须把它放回到其形成过程的背景下，而“时空压缩”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特殊的背景。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是西方学者在全球化研究中首先提出的。〔
〕在此基础上，对后发展国家社会问题的关注促使社会学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对这一概念做了延伸性使用。他们指出，西方世界在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所表现出的扩张性促使其无孔不入，无时无刻不试图把它的触角伸到它有可能控制的领域，带着先进文化的标签在世界各地堂而皇之地推行其文化，致使那些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上处于劣势的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被迫退到边缘地位。与此同时，当后发展国家试图加入先进国家的整体发展体系时，却又强烈地感受到那个发展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利益关系、是非标准，甚至话语系统都早已被高度“中心化”，这些后发展国家要么挤进其中遭受挤压，要么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受打压。〔
〕换言之，西方国家在其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逐步出现并逐一获得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而产生的寻求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增长后作为成长代价出现的环境资源问题，以及作为问题解决方法的理论救济问题等，后发展国家都注定要在显然短暂得多的时间和狭窄得多的空间中加以解决。总而言之，后发展国家所处的时空是被压缩的。
把战后日本所遭遇的社会发展问题纳入上述时间和空间的对话框内加以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后进性文化模式〔
〕的国家在当时的经历表现出了十分典型的后发展国家的时空压缩特性。20世纪中叶，沐浴战争炮火后的日本在占领军和美国政府的监视下，忍辱负重地吸收来自美国的经济文化，以换取成为美国远东地区“盟友”的地位。当依赖美国成为日本唯一的选择时，日本国民显示出了惊人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
〕把美国经济文化作为先进舶来文化进行文化吸收的社会思潮在全国上下迅速蔓延。后发展国家日本就是在这样的思潮的浸润下为自己树立了最主要的赶超榜样。承担着为国际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制定产业政策〔
〕任务的通商产业省，以及实际控制整个国家金融命脉的大藏省成了战后日本社会“经济优先”价值取向的缔造者。出于对国家产业走向的长期性、整体性战略需要，在它们的影响下，日本实行了有步骤的、〔
〕富有计划性的、〔
〕牺牲局部保全整体的产业政策。〔
〕日本在那段岁月里的经济发展成效是世界公认的，其 “经济优先”产业政策所获得的成功也是毋庸置疑的。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只用了10年多的时间便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并在20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缔造了这个后发展国家最引以为豪的经济神话，成为世界众多后发展国家争相学习的榜样。
然而，面对经济的迅速增长，日本社会甚至还来不及为刚取得的一点成绩沾沾自喜，一个突如其来的文明的灾难——环境危机已经降临。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几乎就在日本社会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期的同时，环境危机在日本全面爆发。〔
〕一时间，日本变成了著名的“公害先进国家”。日本国民终于发现，政府出于帮助本国摆脱战后贫困与落后局面的公益性目的〔
〕所出台的一系列产业结构政策，包括煤炭产业政策、钢铁产业政策、重化工业政策等，〔
〕实际上正是造成严重公害的罪魁祸首。在这片本来就空间极其狭窄的国土上，〔
〕空气污染、水质污染、交通建设、联合工厂、海岸填埋、新兴产业都市化、既存工业都市扩大化等问题对日本国民的生存空间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持续侵蚀。日本还远没有为摆脱经济落后地位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就已经为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遭到了来自环境的极大约束和强烈“反扑”。实际上，她所遭遇的环境问题已然涉及到了对人类整体文明的评价。这样一个即使在经济已经获得足够发展时空条件的西方世界都显得极为艰深的课题，让日本在兼顾经济发展这个在当时远没有解决好的课题的同时予以解决当然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几乎同时，正在经济发展和环境危机的矛盾之间苦于无所适从的日本社会却意外地发现，解决环境危机的良方似乎已经摆在了眼前。眼睛一直紧盯着先进国家的日本社会注意到，作为日本舶来文化的起舶港的美国、欧洲也出现了环境危机，那些“港区”也在忙着应对这种危机。而让日本社会再次感到惊喜的是，起舶港的人们，日本人心目中的先进的人们已经找到了应对这场危机的办法。这个办法的精髓就是环境权学说。1960年，原西德的那位佚名医生的控告不是引发了将环境权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大争论吗，〔
〕这场争论不是已经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吗，〔
〕1966年的联合国大会不是也就人类环境问题进行了第一次辩论，并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共识吗，〔
〕美国不也在60年代掀起了一场公民要求保护环境的争论，并由此引发了萨克斯(Joseph L. Sax)教授以公共信托理论为根据的环境权观点吗。〔
〕总之，在日本社会看来，从欧洲到美国，甚至整个世界都有关于环境权的议论，而美国这个毫无疑问的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似乎已经把环境权镶嵌进了法律，把理论上的环境权变成了法律制度中的环境权。既然解决危机是刻不容缓的，而“答案”又看似现成，那就开始继续日本这个后进性文化模式的国家所擅长的学习吧。于是，日本社会便学着用环境权来解决日本的环境危机。

197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及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最终采纳了出席此次会议的萨克斯教授等与会者〔
〕的意见。宣言称：“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 〔
〕同年9月召开的“日本律师联合会第13回人权拥护大会”上，大阪律师团在其提交的报告中正式提出“环境权”，并在此后的研究成果中将各种有关环境的权利称为“环境权”。就这样，在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中，经过日本法律界的简单包装，环境权说就正式宣布诞生了。

环境权说在日本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后发展国家在不可回避的时空压缩条件下对落后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环境代价问题、理论救济问题这三个原本应该逐一加以解决的问题的一次“集中解决”。
二、病不择医：日本环境权说形成的现实需求
时空压缩给战后的日本带来的不只是事务处理上的时间紧迫和空间上的拥挤，也是沉重的灾难和难以克服的矛盾，而这些灾难、矛盾成了环境权说在日本落地生根的现实需求——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无奈选择。
二十世纪60年代的日本社会遭遇的最严重的困难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破坏之间的矛盾。在美国政府的监视与指导下从二战后的废墟上重建经济，对日本社会来说是十分艰难的。然而，凭借着逆境中奋发图强的精神，以及体现生存本能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日本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上至政府部门中大权在握的官僚机构，下到产业界、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在思想意识上形成了维护国民整体利益的高度统一。在依然保留着传统阶层构造的日本社会〔
〕中，处于日本权力机构金字塔顶层的大藏省和为制定政策而被政府推向前台的通商产业省〔
〕这两大官僚机构主导了日本战后重建的产业政策。〔
〕它们要以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缩短日本与榜样国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产业界的密切配合下，〔
〕这样的产业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在经济恢复期(1945-1960年)，倾斜式生产方式成了这个时期产业政策的核心，而钢铁煤炭被列为重点产业。在此基础上，50年代后期的产业重点扩展到合成纤维、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业等创汇较高的加工产业。〔
〕步入以产值和利润为中心的高速增长时期( 1960-1973年)后，产业结构由轻工业转为重化工业。〔
〕扶植劳动生产率高和收入弹性较大的重化工业，提高产业竞争能力被锁定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
〕
积极赶超的政策〔
〕是成效卓著的。60至70年代的十多年时间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一路狂奔，〔
〕其增速远超过美、英、法、西德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
〕然而高效整合、精心规划出的经济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却起了催化作用，使得时空压缩的特性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强烈。在战后极为短暂的时间内，日本工业迅速向沿海的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区集中，以至于在不到日本面积2%的土地上集中了全日本70%的工厂。〔
〕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1950-1955年，日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突破50%，1960年则达到64%，1970年更是一举升至72%。〔
〕要知道，美国达到同样的城市人口比例花了100年——4倍于日本的时间。也是在60-70年代的10年间，日本单位国土面积上的汽车数量和能耗量以远超过西方各国的增长率飙升。从60年代中期起，其绝对数值跃居全球第一。自此之后，日本不仅一路领先，而且与各国的差距不断拉大。〔
〕1965年的全国石油消费量比10年前翻了10倍。在此后的5年间又翻了10倍。〔
〕经济增长如此迅速、集中，必然导致城市人口的激增、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不平衡加剧，而其更直观的表现是大气、土壤、水源等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大型矿害、工厂公害、都市公害、水污染公害等大量公害事件的频繁发生。〔
〕
面对极度挤压的时空所酿造的铺天盖地的公害问题，日本政府不可能无动于衷。在1967至1972年的五年间，全国环境保护预算经费增加了近5倍。地方政府与企业间的公害防止协定缔约数也从1965年的接近于零到1971陡增至982项。〔
〕地方公害防止条例的制定数量70年代初与比10年前相比翻了10倍多。〔
〕政府各部门中，以国民卫生和福利为本职的厚生省一马当先，在环保政策制定的最前沿不歇奔走。即便是制定产业政策的通产省也没有完全站在反对环保行政的立场上。在许多公害防治对策的研究上，该省利用技术专家方面的社会资源优势，常常比厚生省反映更为迅捷。不少地方公共团体早已注意到了公害问题的严重性。就连与财阀及大企业有着铁三角关系的执政党自民党，也意识到公害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恶果，并因而在党内设立了公害部。凭借重视环保的政治理念获胜当选的佐藤荣作首相决意要纠正高度经济增长下的扭曲现象，不仅一手促成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出台，而且还果断成立了中央公害对策本部，召开“公害国会”，创建环境厅。厚生省公害科官员对企业界讲过这样一番话：“请你告诉我，世界上哪个国家具备与日本新兴大工业地区同等工业规模、同等人口的例子？如果没有，我们只好严格执行管理了。” 〔
〕这话可以代表当时政策制定阶层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然而，日本政府的环保政策或者环保愿望却不得不在“为经济发展让步”的巨大压力下处处遭受挤压，以至于使日本无法形成稳定的环保政策，难以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连续性。环保政策面对的压力来自多个方面，这些压力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政策制定的几乎每个部门的每个环节。企业对环保政策的反对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在当地居民因不堪忍受环境污染之苦而发生骚乱的情况下，在政府官员为平息骚乱紧急赶往现场的情况下，石油联合企业依然漠然视之，以至于政府官员不得不感叹政府对这类矛盾束手无策。尽管一些县市政府和公共卫生人员一直在为公害预防而不懈努力，但这种努力毕竟敌不过重油火力发电站和自动化工厂等产业的重要性。在制定有关石油联合企业的环保政策的过程中，负责官员无时无刻不得不面对当地议员的强烈抗议、地方公共团体对地方产业振兴开发计划的殷切要求。政府各部门之间对环保的态度显然是不一致的。当厚生省向建设省的城市规划科申请对四日市的公害和管道铺设等问题再行研究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城市规划道路已最后确定，没有再研究的余地。” 〔
〕在与通产省、大藏省、自民党、运输省、建设省、经企厅等政界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厚生省不得不承认，面对各方对公害对策的竭力压制，自己“通常处于劣势的、孤立的地位，实际上毫无胜算可言” 〔
〕。主管福利卫生的厚生省与主管产业发展的通产省虽然都从事着公害防治工作，但实际操作中的合作共管却是矛盾重重。通产省的公害防治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其与厚生省共管的潜规则是“环境与经济相协调，否则不予合作”。〔
〕对这种合作的更加直截了当的表达是：“公害防治可以共管，但资金由厚生省负责！” 〔
〕就是因支持公害防治而当选的地方公团“革新首长”也是一面摆出环保斗士的姿态与保守派公开对立，以便赢得民众支持，一面在放宽污染排放规制方面暗地妥协，用诸如“对不起，这就是政治，请理解” 〔
〕之类的私下道歉来敷衍他的支持者。
毫无疑问，更多的压力来自政界背后的各大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寻求经团联、经济团体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各地产业协会在公害防治政策上的支持可谓举步维艰。经企厅主导下的“水俣病综合调查联络协议会”的几次调查都因民间组织、地方团体的不配合而最终不了了之。通产省更多的时候是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它常常以经团联和铁钢联盟等集团反对为由，指责某些环保政策将导致费用昂贵、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降低、物价上涨、失业率提高等等。
来自各方的外部压力已经使得环保政策的制定者感到迷茫与力不从心，而事实上经济优先的压力也同样来自厚生省内部。尽管该省实际上只能对“短时间内无法带来利益的负担”制定公害对策，但其负责人依然经常性地遭致省内上司和同行的指责，诸如“我们给经济增长拖了后腿”、“最好不要太下功夫”、“公害是个不祥之物，尽量别去碰它”等等。如此巨大的压力让那些热心环保的人们也不得不考虑“尽最大努力维持人际间关系、组织间关系”。〔
〕
关于环保政策最集中的博弈局面出现在《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60年代后半期，朝野各党议员纷纷将公害政策当成自己的竞选宣言。这样的政治环境加上首相对环保政策制定的亲自敦促，使得《公害对策基本法》很快进入立法程序。厚生省主导了此次法案的制定，并明确宣布：国民健康的保护是一种绝对性的、与利益优先无关的要求，不应该把它放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对立面，也不应只是“协调”两者的关系。〔
〕然而，保护国民生活和健康的愿望在立法的过程中却因各方的反对而无法贯彻。压力首先来自通产省、经企厅和大藏省。两省一厅强烈要求公害对策法案与产业经济相协调（这恰恰是厚生省所反对的），并强烈反对把环保行政当成政府义务的提法。建设省和运输省虽未明确反对采取公害对策，但却避实就虚地强调道路建设的重要性，其真实意思仍是经济增长优先。自治省则站在地方自治的立场上，重点关注地方条例的地位问题。其余部门则力图置身事外，只关心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对公害政策漠不关心。〔
〕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经团联始终保持着对立法活动的压力，并放言“有些东西可能会给产业界带来些许不安”。〔
〕于是，我们看到的此次博弈的结果是：在与保护国民生活环境有关的内容中加入了谋求环保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妥协条款，而这与厚生省原本反对“协调”的意见是相左的。〔
〕此次立法中的妥协在社会各界激起了极大的失望情绪。媒体一致指责这种妥协是“大幅后退”。然而，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各部门却依然不为所动，纷纷表态“还是没有约束力为好，如果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原案，我们就反对该法案通过”。〔
〕
面对同一对矛盾，政府和社会中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这种分歧既存在于政府和产业界之间，也存在于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甚至也存在于政府同一部门的不同位阶的官员之间。分歧中包含着利益的不一致，比如对产业者的利益的影响，但同时也反映了另外一个事实，即“主义”上的不明确。人们，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公害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恶果，明白为了遏制环境恶化需要限制某些污染产业的发展，但却没有找到支持这种限制主张的理由，更不要说系统的理论。为公害防治事业日夜奔走操劳的厚生省官员所说的“公害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拥有令人无所适从的复杂构造和各种潜力的怪物” 〔
〕的话，既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利益的关心，也反映了他们因没有理论工具而无力回天的无奈。
总之，日本政府和社会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没有找到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厚生省不是把国民健康的保护当成一种绝对性的要求吗，但它既没有办法把这种要求变成全社会普遍的共识，就像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在日本所获得的认同那样，也没有发现支持这种要求的学说。当环境权学说舶入日本之后，日本社会似乎发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至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良好的思路。
在日本经济增长和环境破坏的矛盾中包含着另外一对矛盾，或者与这对矛盾相关联，那就是产业行为与国民福利的矛盾。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破坏，而后者，有时是产业行为本身带来的一个最容易引起人们重视的现象，是公民财产、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日本社会明确地认识到了产业行为与国民福利之间的这一尖锐矛盾。
公害调查委员会，一个公害调查权威机构的年度报告中的数据反映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在这些数据中，“公害苦情”〔
〕这一指标被公认为可以最广泛地反映实际受害状况，也是评价公害问题最基础、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这个“指标”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是这样的：
1966-1970年的4年间，日本各地公害苦情的发生数量呈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这段时期的所有数据在图表上的曲线几乎都显示出完全不同于80年代及其以后的陡峭走势。1970年全国苦情发生件数比1966年增长了3倍，当年总数量在6万件以上，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3%。而此后到1998为止的近3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2%。〔
〕仅此一点就充分说明了70年代之前公害集中爆发的惨烈程度。进一步分析公害苦情的构成可以发现，大气、水质、土壤、噪音、振动、地面下沉及恶臭这七大典型公害占据了所有苦情总数的94%，年增长数量接近1万件。而从1971年至20世纪末为止的29年间的平均增量只有195件。前者是后者的约50倍。〔
〕这其中，大气污染、水质污染这些在四大公害中“恶名昭彰”的公害问题以及噪音、振动、恶臭等产业公害、都市公害及设施公害的具体苦情数量〔
〕都在这一时段一路攀升，并几乎都在70年代后半期逐步进入稳定状态。〔
〕居民生活在那段岁月里遭受公害之苦的情况可谓愈演愈烈，其它时间段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时空压缩下的环境危机把国民的忍耐度逼到了极限。1960-1971年的11年间，各大报刊关于环境问题的月平均报道数量翻了近9倍，所占篇幅增加了约10倍。〔
〕在中央政府直接主持的一项公害调查活动中，全国58%的被调查者表示对那时的公害问题深感不安，其中的42%感到自己及家人的健康正在或即将遭受威胁。〔
〕公害调查委员会的公害苦情处理情况显示，66%的苦情与“心理感觉受害”有关。〔
〕可以想见，当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高到甚至导致测量指针崩坏〔
〕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的时候，国民对环境危机的承受能力不能不趋近崩溃。

国民福利，尤其是当面对具体的受害者时，是一个个人利益问题，进而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人权利问题。在产业行为与国民福利的矛盾日渐加剧的情况下，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人们学会了运用公民个人权利这个武器对所遭受的损害谋求救济。60年代后半期，在反公害运动中，人们提出：“公害问题是对生活在受害地区的每一个居民人权的侵犯，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对个人权利，或者人权这一武器的发现把反公害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那就是公害诉讼。
对这个时期的企业与政府的考察已让人们看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生存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里，期待作为加害者的企业应受害者的要求积极迅速地采取措施是基本上毫无指望的，而政府及公共团体也因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而无法通过环境政策来对企业的经济活动有效“纠偏”。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污染的受害者除了诉诸法律之外，实际上已无路可走。于是，公害诉讼成了那个时代“自然选择”出来的用以治疗环境危机的仅有的有效“药方”。
新泻水俣病第一次诉讼、四日市大气污染诉讼、富山妇女痛痛病诉讼、熊本水俣病第一次诉讼等“四大公害案件”在60年代后期先后提起。在辩护团和受害者的共同努力下，与战前延续下来的大企业“探视费补偿”的恩惠性经济给付这种了结方式“彻底决裂”。
这些案件表达了一些共同愿望：第一，针对公害问题明确有关企业的法律责任；第二，对受害者的完全救济；第三，根绝公害。到60年代末，这些共同愿望在审判中获得实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这增强了日本国民及相关民间组织对法院、对诉讼的信赖感。因遭受时空挤压而深陷公害心理危机的日本社会俨然是找到了应对危机的正确道路。一时间，“保护受害者权利”的口号使社会各阶层增强了运用权利对抗产业行为和环境污染、破坏的信心。然而，公民权利、人权并不具备对抗那给环境和国民福利带来巨大危害的产业活动的足够力量。人们对法院、对诉讼的信赖，在运用权利武器中获得的信心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因为国民们依法享有的无非就是人身权、财产权等，而这类权利除了能帮助受害人讨回一些赔偿等之外，没有力量阻止那侵犯这类权利的环境问题的一再发生。诉讼的开展一方面让人们看到了些许的希望，而另一方面则包含着当时的法律制度和理论学说的无奈。如果说诉讼里存在维护国民福利甚至全面应对环境危机的希望，那么，能使法院、诉讼扩展神通的办法是什么？国民对诉讼的信心和对法院的信赖转变成了对新的法理的期待。
日本社会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没有找到答案，在以往从美欧舶来的学说中翻检，也没有找到答案。历史似乎有意满足急于寻找真理的日本社会的愿望，它把美国人提出的环境权学说无私地送到了日本。当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把环境权说介绍到日本时，日本法律界的感觉可以用醍醐灌顶、感触至深〔
〕、如获至宝来描述。

日本环境权说的主要创立者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发表的《对确立环境权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等著作充分表达了环境权说为救急之药方的特点。比如，他们认为， “要想从对环境的破坏走向对环境的保护, 我们就应该拥有支配环境、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 〔
〕显然，这样的权利之所以需要确立，不是因为它合理，而是因为“要想从对环境的破坏走向对环境的保护”需要这样的权利。他们提出，由于“环境危机”“步步紧逼而来”，所以就“不得不强调转换价值观的必要性，而这一转换惟有依靠对环境权的承认。”〔
〕环境危机步步紧逼，而日本国家和社会又苦于应对无方，所以才需要“转换价值观”。他们没有找到指导这种“转换”的理论、主张，出于无奈，只好使用那实际上并未经过验证的环境权说。
三、仓促出炉：日本环境权说这样向我们走来
不管是日本律师界对环境权理论的蓦然发现，还是我国学界对日本环境权说的高度赞赏，都赋予在日本形成的环境权说一种划时代的价值。它不仅可以解决日本社会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产业行为与国民健康福利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是环境法无可替代的理论基础。〔
〕然而，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说的形成却没有经过创造划时代理论的努力。
（1） 闪电般的形成过程

在同一年（1970年）的3月、9月，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一个是东京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一个是日本律师联合会第13回人权拥护大会。在这两次会议上登场的人物主要是美国学者萨克斯和大阪律师协会部分成员。就是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研究工作和这么多的人物的智慧，就完成了日本环境权说的创立过程。这个过程中重要的细节有四：第一，萨克斯发表主张“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权利”的论文；〔
〕第二，东京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采纳萨克斯教授的意见，〔
〕宣称应当“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
〕第三，大阪律师协会的仁藤一、池尾隆良两位律师在人权拥护大会作题为“公害对策基本法的争议点”的报告，提出人们“应该拥有支配环境、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并“把这一权利叫做‘环境权’。”〔
〕第四，大阪律师团在对其提交的报告进行总结后将各种有关环境的权利称为“环境权”。〔
〕
    在此之前，在日本社会，包括学界、法律界等没有出现对环境权的研究、论证，更不用说系统的表达。就经过上述这样的过程，这个只能用简短来描述的过程，环境权说就成了日本学术史上，至少是日本环境法学学术史上的一个学说。
（2） 避实就虚的论证逻辑

环境权说在1970年的日本，虽被学界美誉为“成立”，但实际上充其量也只是提出。大阪律师协会的建议说得很清楚：他们“希望”被他们称为环境权的那种权利得到“提倡”（时间是他们所说的“在今天”），而这种“权利的确立”在他们看来“将是”此后（即他们当时所说的“今后”）“公害法学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毫无疑问，在日本法律界如获至宝般地接受环境权说（更准确地说是环境权这种提法）时，他们没有对这个所谓的学说做任何可以称得上深刻的论证。正因为环境权是一种不明其究竟的洋货，所以，一些对这个新货色情有独钟的律师才义无反顾地组织了环境权研究会。该研究会于1970年的10月开始其环境权研究，致力于从法律理论上构筑周密而严谨的环境权。〔
〕经过五个月的努力，该研究会于1971年5月在《法律家》发表了《建议》这一研究成果。〔
〕此项成果可以说是日本法律界、法学界在所谓环境权确立时期所作的最系统的、当然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论证。《建议》又做了怎样的论证呢？ 这篇论文由两部分组成。其第一部分是“环境权的确立”。这一部分大概可以概括为写实，其中包括概括环境权说产生的背景（诸如人类面对生存危机而缺乏解救危机的理论和对策）、介绍美国环境权学说、环境权说如何被介绍到日本等。这一部分没有多少可以算得上是论证的文字。论文的第二部分是“环境权承认的效果”。〔
〕这一部分是该论文对新生的，至少在日本是新生的环境权说所做的证成性论述的几乎全部内容。然而，该部分所做的全部工作却只在于说明承认那事实上不知其为何物的环境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而论文对“效果”的证明逻辑却是十足的实用主义。（1）面临问题：环境危机；（2）解救办法：转换价值观；（3）转换价值观的出路：“承认”“环境权”。〔
〕在这个论证的逻辑线索中，环境权其实不是需要证成的理论观点，而是其功能需要宣扬的神物。这个论证既没有回答环境权是什么，当然也就没有说明环境权与以往法律上存在的其他权利之间有何关系，至于这环境权在具体的法制实践中如何付诸实施等等，更是当时这一论证所未尝顾及的话题。

不仅《建议》对环境权说的论证没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在该文发表后为回应批评意见而做的补充论证也没有对环境权说提供有力的支持。《建议》文的主要完成者川村俊雄事后承认：“‘建议’发表以来各种意见都有，但总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如此涉及广泛的问题（环境权）进行网罗梳理，难免论证不足与思考不成熟。”〔
〕
（3） 情感多于理性的学术反省
《建议》发表后，作者们为了回答批评和质疑做了一些补充性的研究工作。1973年出版的《环境权》记载了环境权拥护者面对反对意见而为的学术反省。不过，他们的反省并未产生学术升华的效果，而是更多地表达了他们对环境权的先入为主的赞赏和对自己率先接受并在日本提倡环境权的沾沾自喜。他们写到：“法律工作者中，律师由于最接近市民，也最能倾听他们的心声，因此往往扮演着许多法律问题的提倡者角色。所以，如果律师仅仅停留在从业者的立场，法学就无法发展。法学的发展需要刺激，律师应该勇敢提出自己所发现的问题，而公害及环境问题恰好是这样的素材。这些由律师提出的学说当然可能由于与现存法理的整合性、理论的精确度等存在差距而无法立即获得承认。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由律师提出的学说，因为有着给予其支持的社会需求与必然，因此即使学说还不成熟，即使还需要经过学者相当程度的批判与修改，也绝不能被轻易葬送。因为这些学说正是社会苦于问题无法解决而艰辛思考的成果，有着厚重的社会根源。我们确信，我们所提倡的环境权说，至少这一学说的整体方向是准确无误的。我们当为环境权说被法律界普遍接受、为其在环境法学说与判例中嫁接成功而不懈努力，绝不放弃。” 〔
〕显然，他们没有能力让自己所提倡的环境权与“现存法理”实现一致或者协调，也无法说明环境权在“现存法理”之外另搞一套的合理性，但他们自信环境权能够满足“社会需求”，而他们自己则是在实现理论工具与社会需求之间对接的伟大的“发现者”。

或许环境权说的“整体方向”存在某种合理性（而不是“准确无误”），但日本的环境权论者，那些被认为是使日本环境权说得以成立的理论先驱们没有从理论上让环境权真正变成一种无懈可击的学说。〔
〕
Time-space Compression: The Forming Condi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 Theory in Japan

XU Xiangmin & SONG Ning’er

(Professor, Law & Politics Schoo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Abstract: Environmental right theory appeared in Japan because of her position as a late developing country at that time. In the unavoidable condition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the three problems of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 cost, redress by theory, which should be solved one by one have to be solved all at once. It is exactly the last choice for Japanese society when fac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industry activity and nation welfare. It was led out hurriedly without enough demonstration and by the subjective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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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空压缩的特性首先是在自然科学界被注意到的。时间与空间, 在牛顿力学中只是物体运动的外部条件,它们本身是不变的尺度；但到了相对论中, 时间与空间要随物体运动发生变化。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于1989年在《后现代条件》一书中从人类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变化角度研究全球化, 首次使用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参看李颖春:《〈后现代性的条件：对文化变迁之起源的探究〉评述》，《�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SDJZ&NaviLink=%e6%97%b6%e4%bb%a3%e5%bb%ba%e7%ad%91" \t "_blank" �时代建筑�》�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SDJZ*2008*03&NaviLink=%e6%97%b6%e4%bb%a3%e5%bb%ba%e7%ad%91" \t "_blank" �2008年第3期�, 第156页)


〔�〕石德生:《转型时期中国文化的时空特性》,《�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PADE&NaviLink=%e6%94%80%e7%99%bb" \t "_blank" �攀登�》�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PADE*2001*06&NaviLink=%e6%94%80%e7%99%bb" \t "_blank" �2001年第6期�, 第35-38页。


〔�〕对日本的“后进性文化模式”拟另外专门讨论。


〔�〕纪廷许著:《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60-68页。


〔�〕产业政策的概念首先产生于日本, 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的, 在日本的经济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 保证了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参看周锐:《日本产业政策演变过程、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SCLY&NaviLink=%e7%94%9f%e4%ba%a7%e5%8a%9b%e7%a0%94%e7%a9%b6" \t "_blank" �生产力研究�》�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SCLY*2008*06&NaviLink=%e7%94%9f%e4%ba%a7%e5%8a%9b%e7%a0%94%e7%a9%b6" \t "_blank" �2008年第6期�, 第101-102、109页)


〔�〕从经济恢复期到经济高速增长期, 以及此后的产业合理化调整期、结构转换期、经济全球化时期, 日本每阶段的产业政策都带有明显的重点扶植倾向, 是基于不同阶段目标有步骤进行的。(参看刘昀献、刘华欣:《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及其特点》，《�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NYSF&NaviLink=%e5%8d%97%e9%98%b3%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5%ad%a6%e6%8a%a5" \t "_blank"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NYSF*2004*10&NaviLink=%e5%8d%97%e9%98%b3%e5%b8%88%e8%8c%83%e5%ad%a6%e9%99%a2%e5%ad%a6%e6%8a%a5" \t "_blank" �2004年第10期�, 第42-44页)


〔�〕日本的产业政策所具有的长期战略眼光甚至被西方媒体称作日本阴谋论。(参见[美]Eamonn Fingleton著:《看不见的繁荣系统》(日文版), 中村仁美译, 早川书房1997年版, 第448页)


〔�〕日本产业政策制定的根本动因并非基于利益集团的压力, 而是主要依据国家发展的需要进行的“行政指导”, 因此当某一产业偏离发展需要时, 如养蚕业等, 牺牲该产业即成为必然选择。(参见[美]Eamonn Fingleton著:《看不见的繁荣系统》(日文版), 中村仁美译, 早川书房1997年版, 第184页)


〔�〕日本环境省：《公害白皮书》(日文版), 1970年, 第4页。


〔�〕罗丽:《日本环境权理论和实践的新展开》,《�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DDFX&NaviLink=%e5%bd%93%e4%bb%a3%e6%b3%95%e5%ad%a6" \t "_blank" �当代法学�》2007年第3期, 第150-156页。


〔�〕[美]Eamonn Fingleton著:《看不见的繁荣系统》(日文版), 中村仁美译, 早川书房1997年版, 第221页。


〔�〕张宏武、时临云:《日本的产业政策及其借鉴》,《�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XUXI&NaviLink=%e8%bd%af%e7%a7%91%e5%ad%a6" \t "_blank" �软科学�》�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XUXI*2008*04&NaviLink=%e8%bd%af%e7%a7%91%e5%ad%a6" \t "_blank" �2008年第4期�, 第93-97页。


〔�〕日本是西北太平洋上一个狭小的群岛国家, 全国总面积为37. 7万平方公里, 只有原苏联的1/60, 中国本土的1/27, 美国的1/20。其国土的四分之三皆山岭重叠, 因而不利于经济活动, 缩小了有效利用的经济空间, 是世界上人均土地资源最低的国家之一。


〔�〕1960年原西德一位医生（名字已散佚）针对有人向北海倾倒废弃物的行为而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 认为向北海倾倒废物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虽然由于《欧洲人权条约》中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的内容, 致使该医生的控告被驳回, 但它却引发了是否要把环境权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大讨论。“环境权”这一名词也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参看李艳芳:《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 HYPERLINK "http://epub.cnki.net/grid2008/brief/SourceJump.aspx?dbCatalog=%e4%b8%ad%e5%9b%bd%e5%ad%a6%e6%9c%af%e6%96%87%e7%8c%ae%e7%bd%91%e7%bb%9c%e5%87%ba%e7%89%88%e6%80%bb%e5%ba%93&showtitle=%e6%9d%a5%e8%87%aa%22%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5%ad%a6%e6%8a%a5%22%e7%9a%84%e6%96%87%e7%8c%ae&dbprefix=SCDB&expertvalue=%e6%96%87%e7%8c%ae%e6%9d%a5%e6%ba%90%3d%27%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5%ad%a6%e6%8a%a5%27&stab=result&value=ZRDX&UnitCode=&source=%e6%9c%9f%e5%88%8a" \t "result2"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第95-101页)


〔�〕徐祥民、田其云等著:《环境权:环境法学的基础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5页。


〔�〕各成员国达成共识, 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共商环境保护大计, 这便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由来, 从而最终使环境权为世界所接受。(参看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LAWS&NaviLink=%e6%b3%95%e5%ad%a6%e7%a0%94%e7%a9%b6" \t "_blank" �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第60-67页)


〔�〕萨克斯教授在其于1969年起草的《天然资源保全及环境保护法》中提出了环境权理论, 这一草案最终成为《密歇根环境保护法》（MEPA-1970年4月1日提交下议院）的蓝本, 因而获得“April Fool Joke”的戏称而成为划时代的经典理论。他认为, 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环境要素, 在当今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 以致威胁到人类的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不应再视为“自由财产”而成为所有权的客体, 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来说, 它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享资源”, 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 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为了合理支配和保护这“共有财产”, 共有人委托国家来管理。国家对环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行使管理权的, 因而不能滥用委托权。萨克斯教授的“环境权”理论一经提出, 便在法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有关“环境权”的观点亦脱颍而出。(参看陈泉生:《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FZDS&NaviLink=%e7%a6%8f%e5%b7%9e%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5%93%b2%e5%ad%a6%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89%88)" \t "_blank"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第16-29页)


〔�〕梅泠、付黎旭:《日本环境法的新发展——〈环境法的新展开〉译评》,《�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HHZY&NaviLink=%e7%8e%af%e5%a2%83%e8%b5%84%e6%ba%90%e6%b3%95%e8%ae%ba%e4%b8%9b" \t "_blank" �环境资源法论丛�》第2卷,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第207-284页。


〔�〕杜钢建:《日本的环境权理论和制度》，《�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ZGFX&NaviLink=%e4%b8%ad%e5%9b%bd%e6%b3%95%e5%ad%a6" \t "_blank" �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 第103-108页。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日文版), [日]长谷川松治译, 讲谈社学术文库1990年版, 第60页。


〔�〕西方媒体通常认为, 决定日本产业政策走向的是日本通商产业省, 是通产省的政策扶植了本国诸多产业的成长, 而事实上通产省政策制定的根基——日本最大的流动资本问题却是完全由大藏省所掌控的。因此两大权力机构的运作实际上可算是前台与幕后的关系。(参见[美]Eamonn Fingleton著:《看不见的繁荣系统》(日文版), 中村仁美译, 早川书房1997年版, 第174-225页。)


〔�〕日本的产业政策是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的,以产业和企业为对象, 由政府推行的“产业行政干预”政策的总称。


〔�〕在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问题上, 与其说是政府机构的强势主导起了作用, 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样的国家需要, 而使得政府机构不得不扮演主导的“角色”, 而各产业界则作为“配角”, 也在牺牲自身局部利益的情况下积极配合了这场经济重建运动。


〔�〕 周锐:《日本产业政策演变过程、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SCLY&NaviLink=%e7%94%9f%e4%ba%a7%e5%8a%9b%e7%a0%94%e7%a9%b6" \t "_blank" �生产力研究�》�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SCLY*2008*06&NaviLink=%e7%94%9f%e4%ba%a7%e5%8a%9b%e7%a0%94%e7%a9%b6" \t "_blank" �2008年第6期�, 第101-102、109页。


〔�〕张宏武、时临云:《日本的产业政策及其借鉴》,《�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XUXI&NaviLink=%e8%bd%af%e7%a7%91%e5%ad%a6" \t "_blank" �软科学�》�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XUXI*2008*04&NaviLink=%e8%bd%af%e7%a7%91%e5%ad%a6" \t "_blank" �2008年第4期�, 第93-97页。


〔�〕为了实现池田内阁制定的“所得倍增计划”, 在全国共有21个地区采用“据点开发方式”进行重化学工业的开发, 因此产生的大量中近东地区原油的进口和相应能源政策的推进, 被证明是公害问题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原因。


〔�〕对当时产业政策起到直接理论指导作用的是筱原三平代的“重化工业论”和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说”, 这些理论以“赶超欧美”为核心特点, 分别论证了优先重点发展对其它产业关联效果显著、收入弹性和比较生产率高的重化工业的必要性, 以及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时, 轻工业、重工业、重化工业的产业雁行形态发展, 从而提示了后进国实现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参看李林杰:《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RBWT&NaviLink=%e6%97%a5%e6%9c%ac%e9%97%ae%e9%a2%98%e7%a0%94%e7%a9%b6" \t "_blank" �日本问题研究�》�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RBWT*2001*02&NaviLink=%e6%97%a5%e6%9c%ac%e9%97%ae%e9%a2%98%e7%a0%94%e7%a9%b6" \t "_blank" �2001年第2期�, 第5-8页)


〔�〕日本50年代的GNP年平均增长率为8.1%, 60年代为10.2%。(参看纪廷许著:《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37页)


〔�〕日本环境省:《公害白皮书》(日文版), 1972年, 附录图2-1-1。


〔�〕郑少华, 管丽娟:《日本八大公害案件裁决后的日本环境法发展及对中国环境法发展之借鉴》,《�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HJDB&NaviLink=%e7%8e%af%e5%a2%83%e5%af%bc%e6%8a%a5" \t "_blank" �环境导报�》�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HJDB*1998*03&NaviLink=%e7%8e%af%e5%a2%83%e5%af%bc%e6%8a%a5" \t "_blank" �1998年第3期�, 第13-15页。


〔�〕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在三大平原都市圈的东京圈、阪神圈、中京圈表现得尤为显著, 从1960年的占总人口38%增至1970年的50%。(参看纪廷许著:《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61页)


〔�〕日本1959-1969年间单位国土面积上的汽车数量年平均增幅近30%, 是西方各国中增幅最大的德国(11%)的近3倍, 而这一时期美国、加拿大等国增幅则接近零；这一时段日本单位面积上能耗吨数也比西方各国中增幅最大的西德(4%)高出3倍左右(12%)。(参看日本环境省: 《公害白皮书》(日文版), 1972年, 附录图2-1-2) 


〔�〕日本环境省:《公害白皮书》(日文版), 1973年, 附录图2-1。


〔�〕几乎在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同时, 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北九州等工业地区的哮喘病患者开始增加。在同一时期, 四日市建成了大规模石油化工联合企业集团, 哮喘病人也大量出现；熊本水俣病的病因被查明, 是因工厂排水中所含有机汞化合物导致的问题, 此后在新泻阿贺野川流域又发现了第二种水俣病, 并发现了富山妇女痛痛病, 据信这种疾病是由于矿业排放的含镉废水造成的。


〔�〕日本环境省:《公害白皮书》(日文版), 1972年, 附录图3-1-1, 3-2-6。


〔�〕日本环境省:《公害白皮书》(日文版), 1973年, 附录图3-1。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99页。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36页。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31页。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31页。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45页。


〔�〕公害问题较突出地区, 地方自治体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提倡公害防治, 其领导人被称为“革新首长”。([日]吉村良一:《公害·环境私法史研究序说(一)》(日文版),《立命馆法学》(日本期刊)1998年第5期)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29、53页。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71页。


〔�〕这样的部门包括农林省、科技厅、邮政省等部门。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73页。


〔�〕罗丽:《日本环境法的历史发展》,《�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BLDS&NaviLink=%e5%8c%97%e4%ba%ac%e7%90%86%e5%b7%a5%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89%88)" \t "_blank"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BLDS*2000*02&NaviLink=%e5%8c%97%e4%ba%ac%e7%90%86%e5%b7%a5%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89%88)" \t "_blank" �2000年第2期�, 第50-53页。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74页。


〔�〕[日]桥本道夫著:《日本环保行政亲历记》, 冯叶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第51页。


〔�〕指居民因对遭受公害迫害的状态产生不平与不满情绪而诉诸地方行政机构的情况。对“公害苦情”的调查开始于1966年, 调查对象涉及除警察署以外的所有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等地方行政机构。1966-69年由自治省负责, 1970-71年由首相中央公害委员会继续进行, 1972年公害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后, 开始由该委员会负责, 所有数据统一收录于公害调查委员会年次报告中。


〔�〕公害调查委员会:《公害调查委员会年次报告》(日文版), 1972年, 第6页。


〔�〕5年的年均增加件数在1万件以上, 而1966-1999年33年的平均增加件数却仅接近2千件而已。(公害调查委员会:《公害调查委员会年次报告》(日文版), 1998年, 附录表1)


〔�〕公害调查委员会:《公害调查委员会年次报告》(日文版), 1998年, 附录表2。


〔�〕土壤污染的公害苦情项目新设于1970年, 噪音与振动的公害苦情数据从1976年开始分为两项。


〔�〕公害调查委员会:《公害调查委员会年次报告》(日文版), 1998年, 附录表3。


〔�〕日本环境省:《公害白皮书》(日文版), 1972年, 附录图1-1-1。


〔�〕日本环境省:《公害白皮书》(日文版), 1973年, 附录图2-39。


〔�〕公害调查委员会:《公害调查委员会年次报告》(日文版), 1972年, 第7页。


〔�〕1962年12月, 矶津地区的石油联合企业所在地空气中二氧化硫自动记录计曾有过连续12小时高达1ppm(0.1ppm为环境标准值)的记录, 其间甚至出现2ppm和3ppm的时段, 导致记录计指针崩坏。


〔�〕[日]饭岛伸子著:《环境社会学》, 包智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第98页。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著:《环境权》(日文版), 日本评论社1973年版, 第71页。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著:《环境权》(日文版), 日本评论社1973年版, 第51页。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对确立环境权的建议》(日文版),《法律家》(日本期刊)No.479, 1971年5月。同文载于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著:《环境权》(日文版), 日本评论社1973年版, 第61-117页。


〔�〕蔡守秋先生等就给予环境权理论这样的地位。


〔�〕梅泠、付黎旭:《日本环境法的新发展——〈环境法的新展开〉译评》,《�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HHZY&NaviLink=%e7%8e%af%e5%a2%83%e8%b5%84%e6%ba%90%e6%b3%95%e8%ae%ba%e4%b8%9b" \t "_blank" �环境资源法论丛�》第2卷,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第207-284页。


〔�〕梅泠、付黎旭:《日本环境法的新发展——〈环境法的新展开〉译评》,《�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HHZY&NaviLink=%e7%8e%af%e5%a2%83%e8%b5%84%e6%ba%90%e6%b3%95%e8%ae%ba%e4%b8%9b" \t "_blank" �环境资源法论丛�》第2卷,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第207-284页。


〔�〕杜钢建:《日本的环境权理论和制度》,《� HYPERLINK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ZGFX&NaviLink=%e4%b8%ad%e5%9b%bd%e6%b3%95%e5%ad%a6" \t "_blank" �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 第103-108页。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著:《环境权》(日文版), 日本评论社1973年版, 第51页。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著:《环境权》(日文版), 日本评论社1973年版, 第82-88页。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著:《环境权》(日文版), 日本评论社1973年版, 第51页。


〔�〕大阪律师会中由包括两位报告人在内的9个人(池尾隆良、川村俊雄、木村保男、久保井一匡、泷井繁男、西垣立也、仁藤一、真锅正一、八代纪彦)组成环境权研究会，负责该项研究工作。


〔�〕1971年2月截稿完成的研究成果以《对确立环境权的建议》为题发表于1971年5月的法律杂志《法律家》No.479上, 并于1973年由同研究会出版专著《环境权》(日本评论社出版)。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对确立环境权的建议》(日文版),《法律家》(日本期刊)No.479, 1971年5月。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对确立环境权的建议》(日文版),《法律家》(日本期刊)No.479, 1971年5月。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著:《环境权》(日文版), 日本评论社1973年版, 第157页。


〔�〕大阪律师协会环境权研究会著:《环境权》(日文版), 日本评论社1973年版, 第1-2页。


〔�〕日本著名环境法学家淡路刚久于近期发表的作品仍然这样认为：即使在日本的环境保全不断取得进步，当年“公害先进国家”的形象也早已一去不返的时候，当时被认为对环境保全不可或缺的“环境权”“依然是环境法上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见[日]淡路刚久:《环境权确立的请求》(日文版), 《Rights and Values: Readings in Environment》第2卷, 有斐阁2006年版, 第117-118页）






